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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质封存将工业和能源相关领域生产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CO2)进行捕集并注入到深部地下岩石

构造中，以实现长期储存的目标，是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实现 CO2 长期封存的重要可行性手段之一。

向深部地下地质构造中注入大量 CO2 会导致深地环境发生显著变化，进而引起原生微生物活性及群落

结构发生明显改变。因此，地质封存 CO2 能够直接或间接影响深地微生物驱动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

同时，微生物在短期和长期的超临界 CO2(scCO2)胁迫作用下，也会通过不同的适应性进化方式影响 CO2

在地下环境中的迁移、转化和赋存形态。本文介绍了国内外二氧化碳捕获与封存发展现状以及地质封存

CO2 影响条件下的 scCO2-水-微生物-矿物的相互作用领域的最新科研进展，并展望了利用深地微生物强

化 CO2 固定以及将其转化为高附加值产物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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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氧化碳地质封存概念以及发展

现状 

二 氧 化 碳 的 捕 获 与 封 存 (carbon dioxide 

capture and storage，CCS)是指将固定的大型工业

源(如电厂)释放的 CO2 在排放到大气之前进行捕

获、运输并储存在深部地下构造中[1–3]。在这一过

程中，CO2 被注入地下深部具有较好多孔性和渗

透性的地层岩石(通常为砂岩)，在其上部具有低渗

透性的盖层作为密封层阻止注入的 CO2 在“浮力”

的作用下向上部的运动，从而实现长期储存，也

被 称 为 二 氧 化 碳 地 质 封 存 (CO2 geological 

sequestration)(图 1)。在深部地下环境中，当温度

和压力超过 CO2 的临界点(31.1 °C 和 72.9 MPa)，

CO2 以超临界状态存在，同时表现出气体以及液

体的部分性质[4–5]。作为一种降低温室气体释放压

力的可行性方法，二氧化碳地质封存已经获得了

广泛认可和大规模的实践应用。二氧化碳地质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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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所涉及的深层地下天然封存场地(如石油天然

气储层、不可开发煤层、深地咸水层、富含有机

质的页岩等)由于其分布广泛、技术成熟、储存规

模大和将 CO2 转化为碳酸盐矿物或其他高附加值

产品的潜力，成为了目前研究最为深入的二氧化

碳 地 质 封 存 场 地 ， 据 预 测 CO2 储 存 能 力 达 到

2.6×104–2.1×105 亿 t[6]。 

1.1  国际 CCS 的发展现状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 2018 年 4 月全球范围已

有 305 个 CCS 项目，分布于 6 大洲的 30 多个国

家。尽管部分项目还处于计划和开发初级阶段，

但是大部分已经完成，目前有约 37 个项目处于捕

获或者 CO2 注入阶段[6]。作为最早的 CCS 项目之

一，日本的新能源技术综合开发机构于 2000–2005 年

启动了 CO2 含水层封存技术研究开发计划，在新

泻县长岗市向 1200 米深的地下注入 2 万 t CO2，

并用地震波层析技术对注入地中的 CO2 进行了监

测，证实了 CO2 被封闭在地层中[7]。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 CCS 概念的提出、发展

和应用开始于本世纪初[8]，但是向深地注入 CO2 

在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已经在油气开采行业发展

为三级采油的重要手段之一。将纯度大于 95 %的

CO2 注入井中，通过 CO2 与石油混合以使其膨胀，

将原油从岩石孔隙脱离，并使其在油层中更自由

地流动，从而实现利用 CO2 来强化采油的目的，

亦称为二氧化碳强化采油(CO2-EOR)[9–10]。尽管二

氧化碳强化采油的主要目标并不是二氧化碳封

存，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部分 CO2 被保留在地下

环 境 中 ， 因 此 实 现 了 对 其 长 期 储 存 的 效 应 。

CO2-EOR 最早于 20 世纪 70 年代在美国德克萨斯

州的二叠纪盆地(SACROC 项目)[11]和新墨西哥州

的东南部(Crossett 项目)[12]进行了测试，证明通过

向储层中注入 CO2 确实可以提高石油产量，因此

这一技术被沿用至今。截至 2014 年，美国有 136

个有效 CO2-EOR 项目。每年约注入 6800 万 t CO2，

生产 30 万桶增量的石油 [13]。加拿大 Weyburn 

M i d a l e 油 田 也 曾 通 过 人 为 注 入 C O 2 来 实 现

CO2-EOR，CO2 注入量总计 2700 万 t，商业化的

CO2-EOR 将石油产量从 2000 年的 8000 桶/d 增至

2014 年的 26000 桶/d，增长了 2 倍以上[14]。从这 

 

 
 

图 1.  二氧化碳地质封存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CO2 geological seque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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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角度来看，CO2-EOR 不但具有抑制 CO2 排放的

潜力，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能源产率，增

加了经济效益。 

近 20 年来，二氧化碳封存在北美、欧洲、

澳洲以及亚洲发展迅速。据 2018 年的一项报道

显示，已经有至少 14 个工业级的 CCS 项目在技

术上实现了年注入和封存超过 1 百万 t CO2 的能

力，其中 3 项是将 CO2 封存在深地的咸水层[15]。美

国区域碳封存合作伙伴关系计划(Regional Carbon 

Sequestration Partnership)于 2003 年启动，2008 年

开始通过大型野外项目在深地地质构造中安全封

存了超过 1100 万吨 CO2。在美国能源部工业碳捕

集与封存(Industrial CO2 Capture and Storage，ICCS)

计划的支持下，美国国内部署了一系列先进的大

规模项目，其中伊利诺伊州的 ICCS 项目在 2017 年

投运，该项目每天可封存 CO2 约 3000 t，预期累

积将封存 3–5 百万 t CO2
[16]。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

采 用 了 东 南 部 地 区 碳 封 存 作 伙 伴 项 目 ( T h e 

Southeast Regional Carbon Sequestration Partnership)

的锡特罗内尔场地和中西部地质封存协会(Midwest 

Geological Sequestration Consortium)的伊利诺伊

盆地-迪凯特项目场地的储层模型，用于划定这些

CO2 注入项目的审查区域。在 2019 至 2020 年，

美国能源部国家能源和技术实验室批准了一系列

新的 CCS 项目或在原有 CCS 项目基础上的三期工

程。例如在密西西比州开展 CO2 封存项目 EC02S Ⅲ

期工程以及北达科他州、新墨西哥州、怀俄明州、

伊利诺伊州的 Carbonsafe 三期工程，拟评价区域

性 CCS 复合体系的可行性，并为国家风险评估合

作项目评价商业 CCS 项目的风险作为参考[17]。

在欧洲地区，2015 年荷兰鹿特丹 E.ON Benelux

公司设计开展的 CATO1-Rotterdam ROAD 项目 

每年从 Maasvlakte 的一个发电厂捕获 110 万 t 

二氧化碳，并将捕获的二氧化碳通过一条 25 公里

长的管道储存在北海的一个枯竭的天然气储层

中。同年，德国 Vattenfall 公司开展的 Altmark 封

存项目，在欧洲第二大天然气田——阿尔马克气

田进行，该项目计划控制已有的井，同时推进监

测 技 术 、 过 程 建 模 和 风 险 评 估 。 澳 大 利 亚 的

FutureGas 公司则利用 CCS 进行合成液体燃料和

发电，捕获得到的 CO2 被储存在 Otway 盆地[6]。

在亚洲，韩国于 2018 年提出 Korea CCS1 (计划

中)，计划利用燃烧后捕获二氧化碳的方法，每年

将 120 万 t 的 CO2 输送到咸水层。2016 年，日本

政府在北海道苫小牧市开始了大规模的 CCS 示范

项目，计划在三年内从炼油厂制氢过程中捕集约

30 万 t CO2，并将其封存在该市港口滨海的岩盐地层

中，该目标已于 2019 年年底实现。2014 年开展的广

岛试验项目每天可回收 2 t CO2
[18]。2016 年底，全球

第一个钢铁行业大规模商业运作的 CCS 项目作为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钢铁工业(Emirates Steel Industries) 

CCS 项目一期工程(The Abu Dhabi CCS Project 

PhaseⅠ)开始运行。该系统采用了胺基吸附工业，设

计年均 CO2 捕集量为 80 万 t，被吸附的 CO2 通过长

达 43 km 的管道被注入油田用于强化产油[19]。目前，

该项目的二期工程也已经被提上日程。 

1.2  中国 CCS 发展现状 

中国是主要的能源消费国和 CO2 排放国之

一，加大力度控制日益增长的 CO2 排放对于减缓

全球气候变化至关重要[20]。2020 年 9 月，中国领

导人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中国将提高国家资助

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CO2 排

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争取在 2060 年前

实现碳中和”。要取得长期和高效的减排效果，碳

捕获和封存是一系列技术组合中不可缺少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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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创新型 CO2 资源化利用技术，有利于能耗和成

本降低，深化和拓展 CO2 资源化利用途径将为我国

未来温室气体减排和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战略

性技术选择。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碳捕获、利用与封

存技术(carbon capture，utilization and sequestration，

CCUS)，《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 年)》[21]、《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

行动》[22]、《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23]

等科技政策文件中均明确提出要将 CCUS 技术开

发作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

任务，并围绕 CO2 捕获、运输、资源化利用与封存

的相关科学理论、关键技术、示范及相关战略等进

行了比较系统的部署[24–27]。在国家相关技术政策引

导和各级政府的支持配合下，建成多个万吨以上级

CO2 捕获示范装置，部分工业试点和示范工程项目

(表 1)[6,28]。其中，由中国国家能源集团(原神华集

团)鄂尔多斯煤制油分公司承担的我国首个地下咸

水层二氧化碳封存项目成功实施，其规模为 10 万

吨/年。作为国家科技支撑的重大科研项目，监测

期将长达 50 年。从 2011 年 5 月至 2015 年 4 月，

共试验封存了约 30.26 万 t 二氧化碳，是亚洲唯一

的 10 万 t 级以上的地下咸水层封存项目，其封存

总潜力预计在 300 亿 t 以上。截至 2019 年，监测

数据显示该项目封存区的地下水质、压力、温度、

地表二氧化碳浓度等指标没有明显变化，采用的示

踪技术也没有检测到二氧化碳泄漏现象。此项目的

成功实施，标志着中国已形成 CCS 的成套技术并

将在减少温室气体的领域作出更大的贡献。 

2  地质 CO2 封存对深地环境和深地

微生物的影响 

深地生物圈(deep subsurface biosphere)是存 

在于陆地或海底 1 米以下，不依赖光合作用作为

能量来源的生物圈，涵盖了地球上大部分生态系

统[29–30]。由于不具备光合作用的条件，深地生物

圈可以通过化能合成作用将无机物转化为有机

物，并作为初级生产者为其他微生物提供能量和

碳源，形成“黑色食物链”[31]。作为全球 2%–19%

微生物总量的栖息地，地下的极端环境造就了地

下微生物丰富的物种、代谢途径和活性，直接和

间接影响全球范围多种元素(如碳、氮、硫、铁)

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29,32–33]。生活在深地生物圈

的微生物也参与矿物岩石风化、油气和金属矿产

的形成、污染物迁移转化、温室气体地质封存等，

直接或间接影响与能源、环境、气候相关的自然

过程以及人类活动[34–35]。 

由于深地地质构造通常是 CCS 中 CO2 的储藏

地，因此深地生物圈是与 CO2 接触最为直接并受

其迁移和转化直接影响的生态系统。同时，保存

在地下存储场地和迁移或渗漏至较浅深度沉积物

的 CO2 也受到深地微生物的影响和调节。在这些

环境中 CO2 的状态(如溶解态或 scCO2)和浓度的不

均匀分布以及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动态迁移、转化

对深地生物圈的影响方式和程度可能呈现出多样

化和动态化的特征[36–40]。在 CO2 地质封存干扰的

地下环境系统中，深地微生物除了需要耐受例如

无氧、黑暗、高温、高压、寡营养、低孔隙率、

高盐等典型深地环境压力因子的影响外，同时也

不同程度地受到注入的大量 CO2 尤其是 scCO2 的

胁迫作用，其存活能力、物种组成、丰度、代谢

能力和代谢活性都可能受到 CO2 及其注入对环境

条件的影响并反作用于 CO2 的迁移和转化过程。

同时，由于存储场地的微生物能迅速响应环境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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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并且能够通过不同方式转化 CO2 或改变其赋

存形式[36–37,39,41]，因此地下微生物，尤其是生活在

CO2 地质封存场地浅层地下水环境的微生物群落，

也可以作为生物监测的理想手段，例如通过对功

能群落或者 CO2 固定相关功能基因的鉴定来监测

CO2 的泄漏。CO2 地质封存与深地生物圈的紧密联

系和相互作用涉及微生物-CO2-水-矿物的多界面

反应。 

 
表 1.  中国的示范级 CCUS 项目[6,28] 

Table 1.  Demonstration level CCUS projects in China[6,28] 

Project name Location 
The scale  
(×104 tons/year) 

Starting time  Content 

Research and Demonstration of 
CO2-EOR Project, Jilin Oilfield of 
PetroChina Company Limited 

Jilin Oilfield, Jilin 20 2007 CO2-EOR 

CO2 Chemical Utilization Project, 
Jiangsu Jinlong-CA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New Material Co., Ltd 

Taixing, Jiangsu 0.8 2007 Using CO2 produced from an 
alcohol-generating plant for 
the downstream chemical 
engineering production 

Pilot CO2 Capture Project, Beijing Thermo 
Power Plant, China Huaneng Group 

Gaobeidian, Beijing 0.3 2008 Post-combustion capture and 
production of food-grade CO2

CO2-to-Plastics Project, China National 
Offshore Oil Corporation 

Dongfang, Hainan 0.21 2009 Separation of CO2 from 
natural gas and generation of 
value-added products 

Demonstration Level Carbon Capture 
Project, Huaneng Group   

Shidongkou, 
Shanghai 

12 2009 Post-combustion capture and 
production of food-grade CO2

Demonstration Level Carbon Capture 
Project, Chongqing Shuanghuai Power 
Plant, China Power Investment 
Corporation 

Hechuan, 
Chongqing 

1 2010 Post-combustion capture and 
production of food-grade 
CO2 

Small Scale Demonstration Level Project 
of CO2 Capture and Enhanced Oil 
Recovery, Shengli Oilfield, Sinopec 

Shengli Oilfield, 
Shandong 

4 2010 Post-combustion capture 
CCS-EOR 

Ordos CCS Demonstration Project, 
China Energy Investment Corporation 
(formerly Shenhua Group) 

Ordos, Inner 
Mongolia  

10 2011 Pre-combustion capture and 
sequestration in saline 
aquifer 

Clean Coal Energy System, Lianyungang Binhai, Jiangsu 3 2011 Pre-combustion capture and 
sequestration in saline aquifer

Chemical Capture Project, Shaanxi 
Yanchang Petroleum Engineering Co., 
Ltd. 

Jingbian Oilfield, 
Shaanxi 

5 2012 CO2-EOR 

CCUS Project, Tianjin Beitang Power 
Plant 

Tianjin 2 2012 Food application 

CO2-EOR Project, Zhongyuan Oil field, 
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Puyang, Henan 10 2015 CO2-EOR 

CCS Project, Xinjiang Dunhua 
Petroleum Co., Ltd. 

Karamay Oilfield,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6 2015 CO2-EOR 

CCS Project, Sinopec Qilu Petrochemical Dongying, 
Shandong 

35 2017 E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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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注入引发的地球化学变化可以改变

地下厌氧菌的种类和数量以及对微生物群落产生

影响。许多深地生物圈的微生物群落研究表明硫

酸盐还原、发酵、产甲烷是深地环境中最重要的

代谢途径[42]。因此，研究 CO2 的注入如何改变微

生物群落结构的平衡、活性微生物种类、代谢活

性和代谢潜力，不但对理解二氧化碳地质封存过

程中注入的 CO2 的迁移与转化的短期和长期效应

有所帮助，也对深地生物圈相关的生物地球化学

过程的影响、二氧化碳地质封存的环境监测和泄

漏治理具有重要的作用。 

2.1  CO2 地质封存对深地微生物生存环境的影响 

CO2 注入可以从多方面改变深地生物圈中不

同微生物所处的环境条件。例如 CO2 在水中的溶

解可以形成碳酸，分解产生碳酸根和碳酸氢根，

这一过程会引起氢离子(H+)的富集和 pH 的降低

(公式 1)。基于包气带、浅层地下水以及深地咸水

环境的模拟实验和模型预测显示，CO2 注入可以

引起水体 pH 值降低 1–3 个单位[39,43–45]。 

CO2(g)+H2O↔H2CO3↔HCO3
–(aq)+H+    (1) 

对于特定的反应系统，CO2 引起的 pH 变化程

度取决于影响 CO2 在水相的溶解度的环境因子(如

温度、压力和离子强度)[46–47]。矿物组分(如碳酸盐

矿物、长石、黏土矿物)能够与 CO2 发生化学反应，

引起矿物的溶解或者沉淀，并不同程度地转化 CO2，

直接或间接调节水化学条件的变化 [43,48–49] (公式

2–4)。 

CaCO3+CO2(aq)+H2O→Ca2++2HCO3
–       (2) 

2NaAlSi3O8+11H2O+2CO2(aq)→Al2Si2O5(OH)4+ 
2Na++2HCO3

–+4H4SiO4                             (3) 
Al2Si2O5(OH)4+5H2O+6CO2(aq)→2Al3 ++  

6HCO3
–+2H4SiO4                                     (4) 

同时，pH 的变化和 HCO3
–的形成能够控制与

影响矿物的溶解和由此引起的化学元素或其他污

染物的释放，在这一过程中生成更多的可溶性金

属离子(如钙、镁、铁、砷、铝等)，为地下生态系

统中微生物调节碳酸盐次生矿物的形成提供重要

的反应组分，其中部分离子(如铝、砷等)也能够   

通过毒性对微生物的存活产生负面影响[48,50–54]。因

此，CO2 注入可能影响地下结构的孔隙度和渗  

透率，影响微生物的生活环境，并对生活在储存

层和盖岩之间的微生物与矿物的相互作用造成

影响。 

此外，CO2 注入还会引起水体中具有氧化还

原活性成分的氧化态和还原态的重新分配，导致

水环境中氧化-还原电位的变化[48,50]。这一系列环

境变化会直接或间接引起与深地生物圈相关的大

多数微生物反应(如铁还原、硫酸还原、产甲烷)

的自由能发生改变。由此引起的不同生物过程的

热动力学变化可以解释在不同模拟实验中 CO2 注

入会影响不同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以及功能微生物

的演替[41,55–58]。例如，自由能计算显示 CO2 注入

条件下微生物铁还原反应的热动力学更为有利，

这一计算结果和在不同 CO2 注入场地观察到的微

生物铁还原反应显著增加现象一致[41,50]。同理，

Mayumi 等(2013)在油田样品中观察到提高 CO2 的

压力环境能够促进微生物产甲烷的能力，但是低

CO2 分压环境下占主导地位的嗜氢产甲烷过程被

高 CO2 分压环境下的乙酸型产甲烷过程所替代。

这一现象和不同 CO2 压力条件下产甲烷过程的热

动力学计算结果一致[56]。因此，CO2 地质封存可

能通过对环境条件的改变影响深地环境中的微生

物及其反应活性，并通过微生物反应间接调节环

境条件。 

2.2  scCO2 对微生物活性的影响 

由于 scCO2 的疏水性和脂溶性，其化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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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有机溶剂，对微生物有毒害作用，因此广

泛应用于医疗和食品行业中的灭菌处理[59]。其主

要原理包括高压条件下，scCO2 引起的细胞质酸

化、碳酸根离子浓度提高、渗透胁迫、细胞膜渗

透和泄漏，或者导致细胞破裂从而对细胞产生致

死作用[60–63]。在 Zhang 等(2006)的工作中，对 22

种不同的营养微生物进行 scCO2 处理的实验显示，

其中 20 种在特定的温度、压力和处理时间的组合

作用下完全丧失活性[59]。在温度 37 °C、压力介于

7.4–15 MPa 时，细胞粘度和表面张力较低，scCO2

可快速地渗透进入细胞，导致细胞内 pH 降低，蛋

白质变性，酶活性受到抑制，从而发生细胞破裂、

死亡[59,62]。针对功能酶的研究亦显示 scCO2 导致

微生物酶活性丧失的主要原因不仅源于在酶分子

层面的破坏作用，更是由于 scCO2 和细胞膜及细

胞壁的相互作用引起细胞膜通透性发生改变，导

致尚未修饰的酶提前释放并伴随细胞酶活性的显

著降低[61]。由于细胞膜的通透性和完整性对于微

生物在 scCO2 作用下的活性至关重要，革兰氏阳

性微生物由于细胞壁更厚，肽聚糖含量更高，渗

透性相对较差，因此对 scCO2 的耐受性比革兰氏

阴性菌更强[53,57,59]。 

除营养细胞外，scCO2 也能引起孢子的萌发率

的降低。一系列以杆菌、嗜热脂肪芽孢杆菌以及

梭状芽孢杆菌作为研究对象的工作显示在中温或

高温条件下，scCO2 作用在 2–10 h 内可以造成大

部分芽孢完全致死，其他部分芽孢萌发率为未处

理组的 10–1 至 10–7，其降低程度受到温度、压力

以及微生物种类的影响[59,64–67]。其中 Peet 等(2015)

对分离自 CO2 封存场地地下水的三株杆菌的芽孢

进行 scCO2 处理相关工作显示，相比起对干孢子

的直接处理引起的 2 周内丧失 68%–88%孢子活

性，在水溶液中的处理对孢子活性则没有明显的

影响。造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是 scCO2 的溶剂

和脱水特性，使处于干燥状态下的孢子更容易受

到 scCO2 脱水作用的破坏，并从失活的芽孢中释

放吡啶二羧酸[66,68]。这一发现对于地下注入 CO2

对环境生态系统的影响尤为重要。由于 scCO2 的

密度小于水，在“救生圈作用”下向盖岩迁移的过

程中可能造成环境条件的波动(如局部和暂时的

失水状态)。因此，地下生态系统中的微生物孢子

在 scCO2 作用下可能不会被完全灭活，当合适的

环境条件得以恢复，孢子可能再次萌发并恢复其

微生物活性[66]。 

基于上述 scCO2 对微生物和芽孢生物活性影

响的相关机理，迄今大多数以二氧化碳地质封存

作为研究背景和纯培养微生物作为研究对象的工

作均显示出 scCO2 对于微生物活性的负面影响。

地下生态系统的代表性微生物(如希瓦氏菌、土芽

孢杆菌、甲烷嗜热杆菌、脱硫弧菌和杆菌)和来自

天然 CO2 富集热泉的耐 CO2 乳杆菌对 scCO2 表现

出不同程度的响应，随着 CO2 分压的升高以及接

触时间的增长，整体呈现存活率和生长活性显著

降低甚至死亡的趋势[57,62,69]。在已报道的菌株实验

中，从二氧化碳地质封存场地地下水分离和培养

得到的杆菌菌株具有对 CO2 最佳的耐受能力。部

分能形成孢子的杆菌菌株在和 scCO2 达到平衡的

液体培养基中可存活 2 周以上[66]。其他菌株在低

于 10 MPa 的 CO2 压力条件下，其活细胞数目和代

谢活性在几小时内迅速降低，但是在同样的 N2 压

力条件下，微生物活性没有明显变化，说明压力

本身不是微生物失活的主要原因[53,57,62,69]。 

2.3  注入 CO2 对深地微生物群落影响和微生物响

应分子机制 

除 了 人 为 活 动 向 深 地 生 物 圈 注 入 的 大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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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CO2 外，自然界也存在天然的 scCO2 富集环境(如

富含 CO2 的陆地或海底热泉)[70–71]。早期的工作充

分利用这些天然和工程环境体系研究 CO2 封存对

深地生物圈微生物群落结构、微生物活性以及生

物地球化学过程的影响，尤其是组学手段(宏基因

组、宏转录组、宏蛋白组和宏代谢组)和生物信息

学的快速发展使得对这些特殊生境的微生物研究

突破了传统微生物培养的局限，为系统理解 CO2

封存对深地生态系统的影响以及由此引起的微生

物-CO2-地下水-矿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更准确地预

测 scCO2 注入后的状态和评估 CO2 长期储存的生

态效应及可靠性提供了理论基础。 

注入实验显示 CO2 对微生物群落和活性的影

响与 CO2 的浓度、压力以及微生物-scCO2 的接触

时间具有紧密联系。在多个 CO2 封存场地或模拟

封存场地的原位分析，以及采用富含有机质的煤

炭-砂岩作为基质的模拟高压土柱实验都表明微

生物群落对 CO2 具有高度敏感性，CO2 注入在短

时间内会造成微生物数量和群落多样性的显著降

低，微生物结构亦发生显著变化[36,41,54,72–74]。其变

化程度与 CO2 分压具有紧密联系，分压越高对于

微生物群落的短期负面效应越明显[36,37]。但是，

根据对 CO2 封存环境体系或模拟环境体系的长期

观察表明，CO2 对于原位微生物的负面影响并非

不可逆。当 CO2 暴露时间延长，微生物群落的生

物量、多样性或结构会逐步恢复[54,73–76]。例如在

冰岛热 Hellisheidi 地热电厂的二氧化碳地质封存

项目对 CO2 注入前后地下以玄武岩为主的地下沉

积物环境体系中的微生物响应进行了分析，结果

显示由于 CO2 注入引起的 pH 降低和可溶性无机

碳(DIC)浓度降低，微生物的多样性降低了 2.5–4.0

个数量级，在 DIC 浓度最高的时候处于微生物多

样性的最低值。但是后期随着环境条件的改善和

各种水化学参数逐渐恢复到接近 CO2 注入前的状

态，微生物的多样性也得到恢复[54]。这一现象和

其他原位以及模拟实验所观察到的现象有异曲同

工之处。在德国 Ketzin 二氧化碳封存的深地咸水

层注入 scCO2 后，荧光原位杂交(FISH)和分子指纹

图谱均表明微生物群落受到注入二氧化碳的强烈

影响，细胞数目降低三个数量级。但是，当 scCO2

储存 5 个月后，微生物种群的活性和数量逐渐增

加[73–74]。此外，Shelton 等(2018)在美国路易斯安

纳州的 Olla 油田对 9 口油井的出水进行了采集，

其中 2 口油井 40 年前曾一度通过 CO2 注入的方法

进行强化采油(CO2-EOR)，5 口油井处于同一地层

但是未经过 CO2 处理，其余 2 口油井处于较浅地

层且没有经过 CO2 处理。通过对来自这些连续抽

油井中微生物群落的分析，显示不同油井类型的

微生物群落之间没有明显差别，其中和 CO2 浓度

具有明显相关性的微生物生态型也没有显示出明

显的 CO2 代谢潜力[76]。张凤君等(2019)开展的工

作采用我国鄂尔多斯咸水层二氧化碳地质封存场

地的岩芯和扩大培养的微生物在 12 MPa 的 CO2

压力条件下进行了 90 天的模拟实验，微生物群落

分析也显示微生物数目先降低后升高的趋势，同

时微生物群落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些工作都

表明在尽管在 scCO2 作用下地下生态系统的环境

会发生显著变化，造成对微生物群落的巨大影响；

但是由于受 scCO2 和地下水、矿物、微生物的相

互作用和其他物理过程(如溶解、扩散、迁移等)

的影响，部分范围内 scCO2 对地球化学条件的长

期效应可能会逐步减弱[54]。同时，微生物群落或

部分微生物可能适应 scCO2 的胁迫环境条件，通

过恢复(部分)生物活性或者对环境胁迫条件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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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性进化形成新的微生物优势菌群[54,73–75]。 

基于含高浓度 CO2 的自然和工程环境体系中

的微生物群落宏基因组和转录组的分析显示部分

微生物能够适应 scCO2 和低 pH 的胁迫作用，并通

过不同的代谢机制建立起与环境因子的紧密联

系，间接调控其生长和养分循环。Trias 等(2017)

观察到 scCO2 注入后，DIC 浓度的增高和玄武岩

中的有机物的溶解促进了自养和异养微生物的繁

殖。其中自养型铁氧化菌得到富集，可同时固定

CO2 并利用编码铁氧化基因 mtrA、mtoA 等的外膜

c 型细胞色素等功能酶氧化 Fe(II)。在这一反应过

程中，CO2 的注入促进铁氧化菌所需要的无机碳

源和 Fe(II)的生物可利用性。同时，部分富集微生

物也可以通过发酵或降解芳香族有机物进行 N2 固

定、无氧呼吸或硫氧化，从而实现 C、N、S 循环

的耦联[54]。除了二氧化碳地质工程项目外，天然

富集 CO2 或者 scCO2 胁迫环境下的微生物和其功

能的多样性，在美国科罗拉多州 McElmo Dome 的

莱德维尔构造的天然 scCO2 储层产出井和犹他州富

含 CO2 的热泉(Crystal Geyser)均得到了证实[70–72]。

尽管在不同的环境系统中功能微生物有所差别，

但是这些工作都显示出微生物在 CO2 环境条件下

转化 CO2 的重要作用。基于宏基因组解析发现微

生 物 碳 固 定 ( 如 卡 尔 文 循 环 、 rTCA 循 环 或

Wood-Ljungdahl 通路)在这些环境体系中都是重要

的代谢通路。同时，部分微生物也可能利用碳酸

酐酶将 CO2 转化为 HCO3
–，并在氨甲酰基-磷酸合

成酶和磷酸烯醇丙酮酸羧化酶的作用下进行生物

合成[70,72]。与这两组工作所观察到的现象不同的

是对日本 Okinawa 深渊中富含 CO2 (scCO2 或 CO2

水合物)的转录组研究并没有明确显示自养型微

生物对 CO2 的利用，但是发现了高 CO2 浓度环境

中厌氧嗜甲烷微生物和硫酸还原微生物的富集和

活性，表明微生物对 C1 物质的代谢能力[71]。因此，

深地生物圈中的微生物可以利用 CO2 作为自养代

谢的底物，或者通过从地下有机质中提取其他含

碳化合物作为营养物，甚至利用从溶解的矿物中

释放具有氧化还原特征的物质来间接促进微生物

的生长。 

2.4  微生物对 CO2 封存环境胁迫的其他应对策略 

在高浓度 CO2 的作用下，部分微生物的形态、

细胞成分以及功能基因表达发生明显变化。除了

希瓦氏菌在高压 CO2 胁迫作用下(5 MPa)发生细胞

大小萎缩和明显裂解外[62]，来源于高浓度 CO2 热

泉的乳杆菌在 1 MPa 二氧化碳作用下，细胞个体

变小，并显示出明显的荚膜物质的合成。同时，

饱和脂肪酸含量增加，但是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

降低[53,55]。Wilkins 等(2014)通过硫酸盐还原菌脱

硫弧菌在高压 CO2 处理条件下的 mRNA 转录组分

析表明部分氨基酸(如亮氨酸、异亮氨酸)合成基

因、噬菌体休克蛋白、细胞间质 Fe-氢化酶基因的

表达上调。其中氨基酸合成基因的高表达可能是

由于应激反应引起特定氨基酸的积累以缓解渗透

胁迫的结果。这些氨基酸可能是其他缓冲蛋白或

伴侣蛋白(如铁蛋白)的重要成分，但其在 CO2 应激

反应中的潜在作用机理尚不清楚[69]。 

通过实验手段进行的生物膜相关技术和理论

的研究为了解深地微生物适应或耐受地质二氧化

碳封存 CO2 胁迫作用的机理提供了可能。前期研

究表明生物膜在 scCO2 环境中对微生物的生存能

力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这一现象反映了胞外聚

合物(EPS)的抗传质性，可能与其具有丰富的表面

积以及能够固化 CO2 或与其相互作用的大量官能

团[77]的特征有关。因此，生物膜中的微生物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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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悬浮状态的细胞具有对 scCO2 环境更强的耐受

力。EPS 能承受高压，使微生物暴露在 scCO2 中

的时间更长[78]。同时，在暴露于酸性水之后，微

生物在多孔介质中仍然能够保持完整并改变流体

传导性。例如，注入井周围的微生物生长会引起

局部堵塞、腐蚀、油层变酸，导致注入速率的降

低[69,79]。但另一方面，生物膜的形成还可以起到

堵塞小裂缝和孔隙的作用，阻止 CO2 向上迁移到

含水层，而微生物增强的矿物质沉淀可能会加速

CO2 矿化的速率[77]。同时，基于模式微生物铜绿

假单胞菌和沙门氏菌的研究显示 EPS 为微生物提

供保护屏障，营养不足会使细胞从生物膜快速脱

落。当微生物缺乏维生素、营养和能量来源时，

时间越长，细胞更易分离，从而寻找新的微环境

以满足这些需求。因此，为了长期维持屏障的完

整性，可能需要不断向地下生物膜屏障提供足够

的维生素、营养和能量来源的培养基，通过注入

生长底物进行微生物复苏，这个过程可以产生凝

聚的菌胶团，并产生大量的 EPS，从而堵塞含水

层的孔隙空间，使 scCO2 渗透率降低[77]。 

除了微生物对于 scCO2 的主动应激反应和自我

保护，天然矿物也能够缓解 scCO2 对微生物的胁迫

作用，提高微生物在 scCO2 环境中的存活率[53,57,80]。

矿物对于微生物的保护作用通过两个主要途径实

现。其一，矿物为生物膜的形成提供表面位点，促

进生物膜的形成。矿物表面形成的生物膜可以通过

降低沉积物的可渗透性或者 EPS 作为保护屏障减缓

环境压力(如高浓度 CO2)对微生物的破坏[78,81,59](如

上述讨论)。其二，在自然环境中常见的碳酸盐矿物

或者其他富含 Ca 或 Mg 的矿物可以作为天然的缓冲

剂减缓 CO2 注入对 pH 的强烈改变或者与碳酸根反

应生成次生碳酸盐矿物[53,55,57]。 

3  CO2 封存条件下微生物调节 CO2

的转化 

在 CO2 封存作用下的地下生态系统中微生物

能够存活并保持其生物活性，不但对注入的 scCO2

稳定性具有重要作用，也是微生物驱动的各种物

质和元素循环过程的维持与进行的重要前提。基

于已知的微生物驱动的 scCO2 和深地生物圈中不

同界面相互作用原理，微生物可能直接或间接影

响 CO2 的几种主要的封存方式：(1) 结构封存：微

生物形成的生物膜对沉积物颗粒的孔隙进行堵

塞，从而阻止 scCO2 的流动[78,81–82]；(2) 残余封存：

微生物分泌的表面活性剂对 scCO2 产生润湿作用，

并在沉积物孔隙的毛细作用下将 CO2 限制在沉积

物孔隙中[83]；(3) 矿物封存：微生物表面的活性基

团为碳酸盐矿物的晶核形成提供表面位点，同时

微生物作用可以促进矿物风化，细菌呼吸代谢产

生的二氧化碳、有机酸等酸性代谢产物都能使其

微环境中的 pH 降低呈酸性，促进矿物腐蚀风化[53],

为结合 CO2 形成新的碳酸盐矿物提供了必要的阳

离子[84–87]；(4) 溶解封存：在高 CO2 分压条件下，

微生物作用(如尿素分解、铁还原等)引起的 pH 值

的上升促进 CO2 在液相的溶解[82,88]。 

3.1  微生物促进 CO2 固定 

深地环境中的微生物群落可能促进碳酸盐矿

物的沉淀，帮助 CO2 以固体的稳定形式封存在深

地地质构造中。已知参与微生物诱导的碳酸盐矿

物沉淀(MICP)的微生物类型包括硫酸盐还原菌、

解脲菌、铁还原菌、硝酸盐还原菌、构巢曲霉等。

这些微生物反应可能通过提高碱度(如 pH 值、

CO3
2–、HCO3

–)达到碳酸盐矿物沉淀的饱和度，从而

促进 CO2 封存环境体系中的原位 CO2 固化[78,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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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解脲菌 Sporosarcina pasteurii 能够在很短的

时间内生成大量的碳酸根，诱导 CaCO3 沉淀并降低

地下环境的孔隙率，缓解 CO2 注入后的渗漏[78,82]；

构巢曲霉的碳酸酐酶基因中 canA 参与了硅酸盐风

化作用，并参与碳的迁移转化[81]。此外，微生物

可能为碳酸盐矿物的形成提供更有利的微观环

境。微生物表面带负电的官能团能够吸附阳离子，

因此在代谢过程中能够驱动溶液的化学条件的改

变，提高矿物的饱和状态并诱导晶核形成。此外，

许多蛋白质、多糖、脂质也被证明能够通过降低

沉淀的活化能提高 CaCO3 成核速率[89]。这些因子

对于形成含铁碳酸盐(如菱铁矿)的情况也同样适

用。例如在巴西里约热内瓦河水中(pH 约 3.5)，虽

然理论上达不到碳酸盐矿物沉淀的过饱和度，但

是生物膜中富集的铁还原嗜酸微生物 Acidiphilium 

sp. PM 通过铁还原反应调节微环境的 pH，其表面

为形成菱铁矿(FeCO3)纳米晶核提供反应位点。因

此，尽管酸性条件并没有达到形成碳酸盐矿物的

饱和度，但是仍然为在微生物表面形成含铁碳酸

盐的纳米颗粒晶核和次生矿物的生长提供了合适

的微观环境[85]。Zeng 和 Tice(2004)也发现当溶液

中存在 Ca2+时，通过吸附或者细胞内氧化铁沉淀，

使铁还原微生物表面局部 Fe(II)浓度降低，pH 升

高，形成热动力学不稳定的富含钙的菱铁矿微粒。

这些菱铁矿微粒可以作为菱铁矿、方解石以及白

云石的前体，为其提供成核和晶体生长的位点，

形成天然沉积物中的碳酸盐[90]。因此，深地环境

中的土著微生物或者通过接种能够促进 CO2 固化

形成碳酸盐的功能微生物，能通过代谢过程形成

碳酸盐矿物作为反应的副产物促进 CO2 的固化和

稳定封存。 

3.2  微生物催化 CO2 转化形成具有附加值的产物 

由于自身的化学稳定性，二氧化碳地质中所

固定的 CO2 本身并不具备很高的能源利用潜力和

经济价值。但是，如果能够利用并提高微生物转

化 CO2 生成高附加值产物的能力，在实现减少碳

排放的同时能够把温室气体转化为具有经济效益

的物质，二氧化碳地质在经济和能源层面将更具

有吸引力[91]。目前，油田微生物 CO2 的原位转化

作为这一领域的前沿研发方向，具有良好的发展潜

力[56,92–93]。二氧化碳地质项目中注入的 CO2 可能改

变深地环境中的土著微生物群落和代谢途径[41,56,71]，

因此也可能改变 CO2 最终的分布和赋存形式。

在自养微生物利用 CO2 生长的过程中，生物酶

的催化作用可以将 CO2 转化为一系列的有机物

质，包含 C1-C5 短链脂肪酸(如甲酸、乙酸、乳

酸)、醇(如乙醇、丁醇、丁二醇)、酮类(如丙酮)

和甲烷等[91]。微生物转化 CO2 的活性受到众多

环境因子(如温度、压力、pH、电子供体和电子

受体浓度、营养物质和代谢物浓度和扩散速度)

的影响，尽管 CO2 封存对于微生物活性、群落

多样性和结构的负面影响已有多个研究报道，但

是部分工作仍然显示少数微生物在富集 CO2 条

件下仍然可以保持生物活性[40,71]，表明实现这一

生物转化反应的潜力。 

高 温 油 田 可 以 作 为 天 然 的 “原 位 生 物 反 应

器”，在 CO2 生物转化为有经济价值的产物的过程

中发挥重要作用[92–93]。其中，天然气(甲烷，CH4)

是目前所有环境中最清洁的碳氢化合物能源，具

有高能量转化率和发电效率，因此是目前 CCSU

最受关注的潜在转化产物。为了充分发挥油田作

为“生物反应器”的功能，微生物群落是否能够适

应高浓度甚至超临界状态的 CO2 并且将其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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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附加值的产物是能否实现有效生物转化的关

键[91]。目前产生甲烷的石油微生物主要包括氢气

营养型(公式 5)和乙酸营养型(公式 6)[92,94]。 

CO2(g)+4H2↔2H2O+CH4               (5) 
CH3COOH↔CO2+CH4                (6) 

在富含碳氢化合物的油气田中，反应所需要

的底物 CO2、CH3COOH 和 H2 通常由与产甲烷菌

共生的其他微生物降解石油组分获得[95]。部分氢

气也可以通过产氢发酵细菌(如异养菌枝状芽孢

杆菌)将油母质岩或黑色页岩中的有机质作为碳

源代谢[96]、深地岩石放射性衰变引起的水分子分

解[97]和蛇纹石化[98]等其他生物、物理和化学过程

形成。同时，乙酸型产甲烷菌在 CO2 转化中的作

用取决于生物转化 CO2 为有机酸的效率。目前已

经报道的自养型微生物固定 CO2 的途径一共有  

6 种[99]，所涉及的相当一部分微生物种在油田环

境中都有所发现[100]。因此，CO2 的注入可能为氢

型产甲烷菌或者微生物碳固定生成有机物提供充

足的底物，直接或间接促进天然气的形成。Liu 等

(2015)开展了对在相同的储存层注入二氧化碳与

注入水的对比实验，分析 CO2-EOR 提高甲烷产生

的可能性。通过对微生物物种的生物标志基因和

参与生物产氢、产甲烷、碳固定的功能基因(如

[Fe-Fe]-hydrogenase，mcrA，cbbL，cbbM，fthfs)

分析显示在高浓度 CO2 条件下油藏中的微生物群

落组成以及 CO2 转化相关功能基因发生演替和相

对丰度的改变。参与这些生物过程的功能微生物

主要隶属于甲烷菌、乙酸杆菌、嗜盐杆菌和产氢

菌，它们在相对丰度上都明显增加或者保持不变，

暗示这些微生物具有能在 CO2 封存环境条件下生

存和转化 CO2 的潜力。该工作也发现在 CO2 注入

条件下氢气型微生物丰度相比乙酸型产甲烷菌更

高[92]。这一发现和前期 Mayumi 等(2013)的工作呈

现相反的趋势[56]，暗示环境条件的差异可能对不

同微生物过程的选择性有所差别。 

4  结论和展望 

二氧化碳捕获与封存技术是降低温室气体排

放、实现长期封存的重要可行性方法之一。作为

CCS 中 CO2 的储藏地，深地地质环境与所注入的

CO2 有诸多方面的相互作用。对于深地微生物，

注入的 CO2 直接影响和改变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平

衡、活性微生物种类、代谢活性、代谢潜力等，

而深地微生物也可反作用于 CO2 的迁移、转化和

赋存形态。CO2 地质封存与深地生物圈的紧密联

系和相互作用涉及微生物-CO2-水-矿物的多界面

反应。微生物在生长代谢过程中产生的次生矿物，

可以有效促进 CO2 的固化和封存稳定性。深地微

生物可能通过促进碳酸盐矿物的沉淀，例如通过

提高碱度达到碳酸盐矿物沉淀的饱和度，从而促

进 CO2 以固体的稳定形式封存在深地环境中，也

可能通过在微生物表面提供反应位点诱导晶核形

成，为碳酸盐矿物的形成提供更有利的微观环境。

此外，微生物对 CO2 封存进行环境监测和泄漏治

理可能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微生物细胞与环

境的直接接触性以及微生物对其反应的多样性和

敏感性，受到 CO2 封存影响的微生物可能环境条

件的变化作出迅速的反应，并且能够通过不同方

式转化 CO2，并引起功能群落或者 CO2 固定相关

功能基因组成和丰度的改变。因此深地微生物也

可以作为生物监测 CO2 地质封存与预防泄漏问题

的理想的指示生物。与此同时，利用并提高微生

物催化 CO2 转化生成高附加值产物，是有效减少

碳排放的同时产生具有经济效益的物质的有益尝

试。目前甲烷作为清洁和高效的碳氢化合物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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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CO2 地质封存中最受关注的潜在转化产物。然

而，微生物群落能否适应高浓度甚至 scCO2 并且

将其转化为高附加值产物，以及是能否实现有效

生物转化是这一技术的关键，其中涉及的一系列

科学问题值得进一步的工作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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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ological sequestration is the process that injects carbon dioxide (CO2) captured from an industrial or 

energy-related source into deep subsurface rock formations for long-term storage, which is one of the viable and 

feasible means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and sequester CO2 permanently. Injecting massive amounts of 

CO2 into the deep geological formations may cause significant changes to subsurface that abundant microbiota use 

as habitats, and hence influence microbial activity and microbial structure. Thus, geological sequestration of CO2 

will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ffect the subsurface biogeochemical processes. When exposed to short- or long-term 

stresses by super-critical phase CO2 (scCO2), adaptive evolution of the deep subsurface microorganisms may 

influence the fate and transport of the sequestered CO2. This review focuses on the latest progress in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the current understandings about the scCO2-water-microbe-mineral interactions in the 

subsurface environments impacted by CO2 geological sequestration. In addition, this paper also includes a 

discussion about the potential to enhance CO2 stabil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to the value-added products by the 

deep subsurface microorganisms. 

Keywords: geological sequestration of CO2, deep subsurface microorganisms, stresses by CO2, 

scCO2-water-microbes-mineral interactions, microbial transformation, CO2 fix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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